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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一词至少可追溯至西周，最初仅指

洛阳一带中原核心地区，后来逐渐演变成近现

代意义上的中国。本文所谓“早期中国”，实即

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的简称，是指商代晚期

以前中国大部地区文化彼此交融联系而形成

的以中原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是商周王朝乃

至于秦汉帝国得以建立的地理、文化和政治基

础，也可以称其为“早期中国文化圈”[1]。

文化上的早期中国以中原为核心，并且至

少自五帝以来就基本前后相承、连续发展，这

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基本认识。但自晚清以来，

随着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中国弱势地位的显现，

疑古思潮在国内外渐成风气，这一认识受到前

所未有的挑战。当然随着甲骨文的发现和研

究，王国维、徐旭生等对古史的研究整理，以及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殷墟等重要遗址的考古发

现和研究，极端的疑古思潮已经淡出史学领

域，商代晚期以来的中国史基本为信史、中华

文明的起源在商代晚期以前等观点已成学术

界共识，但商代晚期以前是否存在文化意义上

连续发展的早期中国，或者这个早期中国有着

怎样的文化格局、特质和发展过程，都还没有

定论或者不很清楚。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对中国文明起源

的热烈讨论中，主要由中国学者进行的绝大部

分研究都直接论述中国古代文明或国家起源

的时间、标志、过程等，只有少数学者注意到早

期或古代的“中国”这个概念本身需要加以深

究。这当中张光直提出在公元前 4000 年前已

经形成“中国相互作用圈”，中国文明具有连续

性和整体性特征 [2]；严文明认为中国史前文化

具有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特点，并且存在“重瓣

花朵式的格局”[3]；苏秉琦指出先秦时期存在

“共识的中国”[4]。可以说已经初步搭建了早期

中国文化圈的基本框架。但所提出“中国相互

作用圈”或“重瓣花朵式的格局”的空间结构值

得进一步研究，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有待系

统梳理。

二

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植根于遥远的旧石器

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早期。

在持续约 200 万年的中国旧石器时代，铲

形门齿等后世蒙古人种的特征普遍存在，砾石

－石片工业传统贯穿始终，而南方砾石石器、

北方小石器的差别也长期延续，表现出人类进

略论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起源、形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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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文化发展上显著的连续性、统一性和多样

性特征 [5]。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秉琦说：“中

国人的主体部分是东亚大陆土著居民，是北京

人后裔；中国文化是有近 200 万年传统的土著

文化”[6]。

至约公元前 18000 年华南和长江流域交

界地带进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 9000

年新石器文化拓展至中国中东部地区并形成

五大文化区或五大文化系统，即华南文化区的

绳纹圜底釜文化系统、长江下游文化区的平底

盆－圈足盘－双耳罐文化系统、中原腹地文化

区的深腹罐文化系统、黄河下游文化区的素面

圜底釜文化系统和华北东北文化区的筒形罐

文化系统[7]。五大文化系统之外其他地区还仍

停留在旧石器时代末期或中石器时代。

尽管分属不同文化系统，但也不能藉此而

对这些文化统一性的一面有所忽视。实际上

不但新石器时代早期各文化系统的陶器有同

出一源的可能性 [8]，就是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

和同时的旧石器末期文化、中石器文化之间也

并非天壤之别：虽然长江流域、华北地区部分

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群已经种植水稻和黍类

作物，但也还处于初始阶段，在食物结构中所

占分量有限，可能只是采集渔猎经济的补充。

从整体来说，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农

业、陶器（陶容器）和磨制石器的地区，而且三

者基本上是以组合的方式同时出现。虽然三

者的最初发生不见得就有必然的联系，但在发

展过程中却互相关联。这为中国此后成为世

界上最大最稳定的农业地区、最发达的陶瓷器

大国奠定了坚实基础。发展农业需要定居，需

要不断调节社会内部以保持稳定，而不需要无

节制的对外扩张，这使得中国文化逐渐形成质

朴稳健、注重整体性思维、重视传统、稳定内敛

的特质。

三

文化上的早期中国萌芽于公元前 6000 年

前后的新石器时代中期。

约公元前 7000 年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中

期，农业文化得到很大发展，尤其约公元前

6200年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期中段以后，各文化

区交流明显频繁起来，中原裴李岗文化强势扩

张 [9]，长江流域彭头山文化和跨湖桥文化东进

西渐[10]，从而整合成四个文化区或文化系统，即

黄河和淮河上中游文化区的深腹罐－双耳壶

－钵文化系统、长江中下游－华南文化区的釜

－圈足盘－豆文化系统、华北－东北文化区的

筒形罐文化系统三个大文化系统，以及泰沂以

北地区的素面圜底釜文化系统一个小文化系

统（图一）。这当中三个大文化系统已和严文

明归纳的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三个系统大致吻

合[11]。

不仅如此，通过裴李岗文化的强烈扩张和

影响，还使各文化区边缘都开始互相接触融

合，几个文化系统发生一定的联系。无论是长

江中游的彭头山文化，还是华北的磁山文化，

其临近裴李岗文化的边缘地区都开始出现较

多泥质素面的壶、钵等裴李岗文化因素。这样

一来几个文化系统就具有了一定共性，从而形

成雏形的初具圈层结构或者“重瓣花朵式”结

构的“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说文化上的“早

期中国”已经萌芽。此后在中国大部才会出现

普遍的认同观念和以中原为核心的历史趋

势 [12]。

这个雏形的早期中国文化圈，已经存在互

补型的南稻北粟二元谷物农业体系，兼养家

猪，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农业文化圈；有着丰

富的陶器和讲究的器用生活，尤其核心区裴李

岗文化发明了早期中国第一标型器——专门

炊器鼎；出现早熟的木器手工业和梁架结构房

屋；出现东西二元彩陶、似文字符号以及八角

星纹、兽面纹等蕴含深意的图像；形成以祖先

崇拜为核心的世俗化的信仰体系、多层次整体

性的思维方式。当时社会虽然还处于比较平

等的状态，但一些较专业的神职人员的地位已

经开始凸显出来。



69

四

约公元前 5000 年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以

后，文化融合进一步加强。其一，黄河下游和

淮河中游地区文化整合为北辛文化[13]，后在北

辛文化影响推动下产生初期仰韶文化[14]，使得

黄河流域和淮河上中游地区文化出现较为统

一的面貌，形成瓶（壶）－钵（盆）－罐－鼎文化

系统。其二，长江中下游－华南文化区的釜－

圈足盘－豆文化系统在古老传统的基础上继

续交融发展。长江中游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

一期的印纹白陶传播到下游马家浜文化，反

之，马家浜文化的石钺、三足盘等因素见于长

江中游。此外，发源于长江中游的印纹白陶等

还见于华南珠江口沿岸。其三，随着仰韶文化

的北向扩展，华北地区已经成了瓶（壶）－钵

（盆）－罐－鼎文化系统的天下，筒形罐文化系

统北向退缩形成东北文化区。这样，早期中国

三大文化系统正式形成。

新石器时代晚期各文化区虽然基本平行

发展，中原地区核心作用反而不如前明显，但

文化交流更加频繁，雏形的“早期中国文化圈”

继续发展。此时两大农业体系进一步壮大，农

业在黄河长江流域大部地区的地位越来越重

要。玉器崭露头角，中国特有的玉文化传统正

式形成。无论是仰韶文化的分组房屋和凝聚

向心聚落结构[15]，还是大溪文化和河姆渡文化

的排房，都将主要建筑秩序井然地安排在一个

特定空间内，有的外周还有环壕或者城垣，在

强调集体利益和公共秩序方面有异曲同工之

图一 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中段文化区系（公元前 6200~前 5500 年）

Ⅰ釜－圈足盘－豆文化系统 Ⅱ深腹罐－双耳壶－钵文化系统 Ⅲ素面圜底釜文化系统 Ⅳ筒形罐文化系统

1~4．筒形罐（盂）（磁山 T96②:38、25、兴隆洼 F171④:10、F180④:8） 5、10．深腹罐（白家 T309③:4、裴李岗 M37:3） 6~9、

13、14、16、18、20、25．钵（白家 T204H25:1、T116H4:2、T117③:4、T121③:8、裴李岗 M38:11、M56:4、彭头山 T5⑤:4、F2:1、后

李 H1546:1、跨湖桥 T0410 湖Ⅲ:17） 11、22．壶（裴李岗 M100:10、后李 H1677:1） 12．鼎（贾湖 H104:6） 15、17、19、

21、23．釜（罐）（彭头山 H2:47、H1:6、后李 H3827:1、H3832:1、跨湖桥 T0411⑧A:132） 24．双耳罐（跨湖桥 T0411⑧A:24）

26．圈足盘（跨湖桥 T0513⑨C:2）（均为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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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平等友善、爱护弱小、

重视集体、秩序井然的时代。

五

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形成于公元前 4000 年

前后的庙底沟时代。

约公元前 4000 年前后仰韶文化东庄－庙

底沟类型从晋南豫西核心区向外强力扩张影

响，以前的三大文化系统的格局大为改观，中

国大部地区文化交融联系成相对的文化共同

体，其空间结构自内而外至少可以分为三个层

次：核心区在晋西南豫西及关中东部，即仰韶

文化东庄类型－庙底沟类型分布区和泉护类

型东部，最具代表性的花瓣纹彩陶线条流畅，

设色典雅。向外是主体区即黄河中游地区，也

就是除核心区之外的整个仰韶文化分布区，花

瓣纹彩陶造型因地略异，线条稚嫩迟滞，其中

偏东部彩陶多色搭配，活泼有余而沉稳不足。

再向外是边缘区即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和东

北等仰韶文化的邻境地区，时见正宗或变体花

瓣纹彩陶，但主体器类仍为当地传统（图二）[16]。

可以看出，这个三层次结构共同体的核心

区和主体区基本就是此前的黄河流域、华北和

淮河上中游文化区，换句话说它主要是在瓶

图二 庙底沟时代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公元前 4200~前 3500 年））

Ⅰ. 釜－圈足盘－豆文化系统 Ⅱ.早期中国文化圈 Ⅲ. 筒形罐文化系统

A．核心区 B．主体区 C．边缘区

1、7、12、13．盆（章毛乌素 F1:4、庙底沟 H11:75、胡李家 T1②:1、H14:2） 2、8、20．罐（章毛乌素 F1:2、庙底沟 H322:66、蜘蛛

山 T1③:47） 3、10、14、16、22．钵（章毛乌素 F1:6、大地湾 T1③:1、胡李家 T1004②B:3、城头山 H210:3、西水泉 H4:2）

4、9、11．瓶（庙底沟 T203:43、大地湾 F2:14、QD0:19） 5．釜（庙底沟 H12:112） 6．灶（庙底沟 H47:34） 15、23、27．鼎

（城头山 M665:2、大汶口 M1013:5、崧泽 M10:3） 17、24、28．豆（城头山 M678:4、大汶口 M2005:49、崧泽 M30:4） 18、

25．杯（城头山 M679:3、大汶口 M2002:8） 19．筒形罐（西水泉 F13:31） 21、26、29．壶（西水泉 H2:21、大汶口 M1013:2、

崧泽 M30:3）（均为陶器）



71

（壶）－钵（盆）－罐－鼎文化系统的基础上发

展而来，其边缘区则包括了新整合而成的长江

中下游－黄河下游地区的鼎－豆－壶－杯文

化系统，以及东北南部和西部的筒形罐－彩陶

罐－钵文化系统。在这个三层次结构的共同

体之外，还有华南的釜－圈足盘－豆文化系

统、东北的筒形罐文化系统，这些文化系统都

和上述三层次结构共同体互有联系。如果站

在现代中国的角度，那实际上已经是第四层次

了。

庙底沟时代的这个三层次的文化共同体，

与商代政治地理的三层次结构竟有惊人的相

似之处[17]。该共同体无论在地理还是文化上，

都为夏商乃至于秦汉以后的中国奠定了基础，

因此可称为最早的“早期中国文化圈”，标志着

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或“早期中国”的正式形

成。此时两大农业体系走向成熟，陶器、玉器、

漆器和丝织品等“中国”特色器物繁荣发达，彩

陶盛行。

庙底沟时代中原核心区仰韶文化出现大

型“宫殿式”房屋，社会地位分化显著而贫富分

化、社会分工有限；东部诸文化－大汶口文化、

崧泽文化、北阴阳营文化等，出现随葬大量玉

器和陶器的大墓，社会地位分化、贫富分化、社

会分工都很明显；而北方地区仰韶文化则不但

看不出贫富分化、社会分工，就是社会地位分

化也很不明显。当时已具家族凸现、男权军权

凸现等一般趋势，又初步形成社会发展的三种

不同模式，开启了早期中国文明起源的先河。

我们可将这三种不同模式分别称之为“中原模

式”、“东方模式”和“北方模式”[18]。这种社会发

展的一般趋势和不同模式，是早期中国文化有

中心的多元一体特点的又一种表现方式。

人们不禁会问：在公元前 4000 年前的庙

底沟时代，如何会形成范围如此广大的早期中

国？强势的核心区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使其文

化因素渗透到周围地区，使其认知成为周围广

大地区的主体认知？或许战争在其中起到重

要作用，但此后这种认同趋势得以长期延续，

显然与中原核心区令人仰慕的文化特质和足

以服人的文化策略有关。“中原模式”稳定内

敛、重贵轻富、井然有礼、朴实执中，决定了其

社会政治的本质特点在于协调稳定内部秩序，

被认为中国文化一大特征的礼制应当在此时

才真正出现；决定了其社会管理基于血缘关

系，由近及远，按照不同层次实行不同的管理

方式，尊重各地区不同文化，形成一种有着相

当稳定结构的文化共同体，最初期的“朝贡体

系”或许已经萌芽；决定了其主张“王权”而非

“霸权”，主要依靠优秀文化的辐射影响而非军

事经济干预。

六

约公元前 3500~前 1800 年为文化上早期

中国的古国时代。

大约公元前 3500 年进入铜石并用时代早

期即仰韶后期，中原核心区实力减弱，难以对

周围文化产生强力影响和辐射，周围文化就各

自沿着不同方向发展。对当时的中原文化来

说，正好有机会吸收更多周围文化因素，不过

其对传统的维持也比其他任何一个地区都要

顽强。对于周围文化来说，终于有更多机会变

革和创新，但总归基于原有基础。总体上此前

形成的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得到继续发展，并未

因为中原核心区的衰弱而解体；不仅如此，由

于周围文化向更外缘的大幅度扩展，早期中国

的范围也得到更大扩展。这是文化上中国和

政治上中国很不同的地方。

仰韶后期粟作农业扩展至河西走廊东部

和青藏高原东部地区，稻作农业扩展至广东北

部，甘青等地则出现源自西方的家羊的养殖。

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磨光黑陶、马家窑文

化的彩陶，以及红山文化、薛家岗文化、良渚文

化的玉器，都精美绝伦，冠绝一时。尤其玉器

异常发达，成为早期中国东部地区最有代表性

的物质文化遗存。值得关注的是此时彩陶在

大部地区衰落而文字符号兴起，这或当与社会

普遍复杂化的背景相关。“中原模式”、“东方

模式”和“北方模式”的特征更加凸显，同时普

遍存在社会分化、家族凸显、男权军权凸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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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趋势。东方模式如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

大汶口文化等在公元前 3000 年左右应当已经

出现初始国家组织，能够对较大地域实行一定

程度的控制和管理，已进入初始文明社会阶

段；中原模式和北方模式贫富分化虽然不很明

显，但也未尝不能对较大地域实行一定程度的

控制和管理，社会发展阶段与东方模式大体一

致。

当时的中国出现很多地区中心和强势文

化，如以良渚遗址群为核心的良渚文化、以石

家河遗址群为核心的屈家岭文化、以大汶口墓

地和丹土城址为代表的大汶口文化、以牛河梁

遗址群为核心的红山文化、以西坡大墓为代表

的仰韶文化西王类型、以大地湾乙址为代表的

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等。苏秉琦曾提出“古

国－方国－帝国”的中国古代文明演进之路[19]，

严文明调整为“古国－王国－帝国”[20]，王震中

修正为“邦国－王国－帝国”[21]。我们可称此时

这些互不统属的小国并存的时代为早期中国

的古国时代或邦国时代。

另外，此时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趋势已经

比较明显。主要通道有青藏高原南北侧的“彩

陶之路”南道和北道，如马家窑文化就通过南

道影响到南亚的克什米尔，西方的羊等因素则

传播到甘青地区[22]。中西交流为早期中国文化

注入了新鲜血液。

七

约公元前2500年进入铜石并用时代晚期，

在新兴的海岱龙山文化的带动下，黄河长江流

域大部地区明显加强了重新整合的趋势，龙山

时代到来[23]；以公元前 2200 年左右为界，还可

以将其分成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24]。龙山时代

诸文化实际是新时期文化上早期中国的主体

文化，而西部的马家窑文化等则已经变成早期

中国的边缘文化。

龙山时代中原北方地区广见源于西方的

小麦、绵羊等，多元化经济趋势进一步加强，为

其文化崛起埋下了伏笔。此时形成以鲁东为

核心的不同层次的灰黑陶文化圈，鼎、鬶、盉、

鬲、甗、斝等典型“中国”式三足器的大范围扩

展，说明“中国”式烹饪饮食方式走向成熟并逐

渐普世化。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普遍发现铜

器，特别是中原地区铜容器的发现，表明已经

拥有泥质复合范铸造技术，已形成中国特色的

铜器铸造传统。文字明确出现，而且还不止一

个系统。社会变革趋势进一步加剧，三种模式

得以延续并互有交融。

龙山时代大江南北形成多个以大型城垣

等中心聚落为核心的地区中心，很多已经进入

初始国家或文明社会阶段。每个考古学文化

至少有一两个这样的中心，中心之间虽互有影

响，但总体并非统属关系，呈现出群雄并起、各

领风骚的时代风貌，因此仍属于“古国时代”。

此时长江中下游地区趋于衰落，曾经辉煌一时

的良渚文化风光不再，石家河文化也开始走下

坡路，中原核心区则再度崛起，其对外影响逐

渐加强：龙山前期陶寺文化的发展程度难有其

匹，其文化影响至少及于中原龙山文化大部地

区，颇有核心文化的样子，或许已经进入雏形

王国阶段[25]；龙山后期王湾三期文化向周边大

幅度扩张和强烈影响，造成石家河文化的衰亡

以及中原文化范围的空前扩大。总体上文化

上的早期中国得到进一步发展，而且又大致形

成以中原为核心的不同层次的文化圈。

八

约公元前 1800~前 1300 年为文化上早期

中国的王国时代。

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从中原核心区

向外强势影响，使得文化格局发生重大调整，

中国大部地区文化再次交融联系成更大范围

的文化共同体，其空间结构自内而外至少可以

分为 4 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郑洛核心区，有

二里头、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等超大型中心聚

落和成组大型宫殿，拥有较多体大精致的青铜

礼器和玉礼器。第二个层次主要是黄河中游

和淮河流域，偏晚还延伸到黄河上游和长江中

游，也就是核心区之外的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

文化分布区，有东下冯、垣曲商城、台西、盘龙



73

城等大型中心聚落和若干区域性中心，青铜礼

器、玉礼器体小量少且不如核心区精致。第三

个层次是周围的黄河下游、长江下游、长江上

游、北方地区和东北地区，包括岳石文化、马桥

文化、吴城文化、三星堆文化、朱开沟文化、夏

家店下层文化等，有城子崖、吴城、三星堆、石

峁等超大型或大型中心聚落，形成若干地方中

心，有少量青铜礼器和玉礼器。第四个层次是

再外围的华南地区、西北甘青宁地区、东北北

部地区，包括黄瓜山文化、齐家文化、四坝文

化、哈密天山北路文化等，缺乏高级别聚落和

礼器。此时中原腹地伟大复兴，达到四海之内

唯我独尊的真正的王国阶段，周围各层次文化

则程度不同地受到中原腹地的制约和影响。中

国大地上再度形成以中原为核心的不同层次

的文化圈，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在空间范围和统

一性方面得到显著发展。这个时代可称“二里

头－二里冈时代”。

此时西北地区畜牧经济和青铜文化迅猛

发展，这使得原先文化低迷的广大北方地区迎

来了人类发展的高潮，并刺激和推动了中东部

地区青铜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这是自从“新石

器时代革命”以后中国文化格局上前所未有的

重大变化，堪称一次“青铜时代革命”[26]。当时

中国青铜器大致可分为两大传统，一是以工

具、武器、装饰品为主的西方或北方传统，二是

以容器、武器为主的中原传统。另外，甲骨文

系统－古汉语文字系统于此时正式形成。

二里头－二里冈时代社会发生重大变革，

以中原和西方两种社会发展模式最具代表性。

中国中东部广大地区－早期中国主体区的社

会发展以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为代表。中

原核心地区出现超大型中心聚落，周围各地区

涌现出不少超大型或大型中心聚落，形成若干

地区中心。出现专门的宫城和成组宫殿，反映

已经初步形成宫室制度。青铜器、玉石器、陶

瓷器、漆器、骨器等制作技术高超且更加专业

化，社会分工显著发展。总体看中国中东部社

会出现显著的社会变革，已经进入成熟文明社

会阶段；在宫室、墓葬、器物等方面都表现出相

当的世俗性、层级性和秩序性，当为礼制日渐

成熟的反映；以前社会发展三大模式逐渐融

合，形成新形势下的“中原模式”，且范围几乎

可以囊括中东部各地。而西部边缘新疆地区

则是另一番景象。诸文化一般都有大规模公

共墓地，墓葬在大小和随葬品数量方面都没有

明显差异，总体显示出较为平等的氏族社会的

景象。这些文化还流行偶像崇拜，工具、武器

发达而缺乏礼器的现象也与中原全然不同。总

体上代表一种新的社会发展模式的出现，或可

称之为“西方模式”。

九

总体来看，商代晚期以前文化上的早期中

国根植于旧石器时代，萌芽于公元前 6000 年

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形成于公元前 4000

年左右的庙底沟时代，经历了古国时代、王国

时代等发展阶段。早期中国存在以农为本、稳

定内敛、整体思维、祖先崇拜等区别于世界上

其他文明的特质，具有有主体有中心的多元一

体文化结构，经历了有起伏有分合的连续发展

进程。文化上早期中国特征特质的形成，与中

国相对独立、广大多样、以两大河流域为主体、

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地理环境有莫大关系；而

其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过程，也都与自然环

境的变迁息息相关。这当中很值得注意的是

公元前 4000 年左右的气候暖湿引起中原文化

的蓬勃发展和早期中国的形成，公元前 3500

年左右的气候转冷造成初始文明社会的全面

兴起，而公元前 2000 年左右的冷期则引发中

国的“青铜时代革命”和成熟文明的出现。究

其原因，无论是气候转暖或趋冷，相对于地理

环境广大多样的早期中国来说，并非整体趋于

适宜或恶化；气候变迁本身并不能引起整个早

期中国文化的兴盛或衰落，只是为文化变迁提

供契机。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BKG007）、北

京 市 属 高 等 学 校 创 新 团 队 建 设 项 目

（IDHT2014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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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fore the late Shang Dynasty, early Chinese culture was rooted in the Paleolithic, and

bloomed during the middle Neolithic (around 6000 B.C.E), formed in the Miaodigou era (around 4000

B.C.E), and experienced an evolutionary course from the time of ancient states to the time of kingdoms.

Early China has several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agriculture-oriented ideology, introverted cul-

ture, holistic thinking, and ancestral worship. The cultural structure of past Chinese culture is multiple

but integrative, while the evolution of it is continuous but uns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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